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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省直管县制度，对人均行政成本的降低作用不显著；对人均ＧＤＰ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地，对
财政自给率提高有负向作用，这源于Ｆ省直管县的特征是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直观上县级财力增加，但县
级政府被赋予了比这种财力增加更多的支出责任，阻碍了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依据实证结果，本文建
议：减少事权下放，减轻县级政府支出责任，由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逐步向全面管理型省直管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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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从秦朝到清朝经历了郡县制、州县制、府县制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
“县”作为基层一级政府是十分稳定的，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郡县的设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方政府
层级也经过了多次演变。１９５４年全国设立了若干专员公署，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关，其目的在不
增加政府层级的情况下，避免省级区域过广带来的省辖县行政幅度过大的问题，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
用，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１９７５年曾以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取代行政公署，１９７９年又
恢复设置。１９８３年后，同一地区的行政公署和地级市政府合并，由市政府统一领导各县（即市管县体
制）。这样，我国实际的地方区划体制为省、市、县、镇（乡）四级。市管县财政体制的建立符合当时历
史需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一定
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包括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调动地级市政府管理所属县市积极性，促进跨县公
共产品的提供和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等等。
市管县体制发展到今天，一些问题和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地级市为了实现自身中心城市的发展，
常常是以牺牲县级经济发展为前提。地级市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将县级资源集中于市区，同时地级市
拥有县级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多方面事务的审批权，在这种权力优势下，很容易形成“市卡县”、
“市刮县”的现象，很大程度造成了县乡财政困难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在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减少政府财政层级，实行“省直管县”有着特别意义。省直管县制度试
０５
点最早始于浙江省。浙江省早在１９５３年就在财政体制方面实行省直管县。１９８３年，全国推行“市领
导县”行政管理体制时，浙江省虽然也开展了“撤地建市”工作，但在财政体制方面，仍然保留实施省直
管县，并在随后进行了多次改革，分别于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五次扩大县级
经济管理权限，这种“强县扩权”的实施使县级基本上与地级市享有同等的经济管理权［１］。省直管县
的特殊体制为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在浙江的成功经验示范下，２００２年全国开始试点
推广省直管县。截至目前，全国大多数省份已经实施省直管县，其管理模式大致可以为分四种类型：
行政管理型、全面管理型、补助资金管理型和省市共管型［２］。行政管理型在行政体制包括财政体制上
均实施省直管县，如北京、海南等；全面管理型侧重在财政体制各方面实施省直管县，行政管理上则相
对独立，如浙江、湖北等；补助资金管理型仅在转移支付等补助资金方面实行省直管县，如山西、辽宁
等；省市共管型直接核定对县的补助资金，但资金的调度分配仍然是省对市、市对县，如山东，广西等。
省直管县使市级与县级在财政上同级，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县的“扩权”，在增加县级政府自身权
力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县级政府自主发展能力：使县级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得到
提升，这些都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３］［４］［５］。省直管县克服了“市管县”下政府层级过多带来的
中间环节截留和政策执行“漏斗效应”等问题，这种扁平化减轻了县级财政来自于市财政的压力，使县
乡财政难局面得到化解［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省级调控能力，加快推进城乡协调发展［７］。
但是面对省直管县改革，也需要有冷静的思考。例如，省直管县最成功的典型———浙江省，近年
来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完全归功于省直管县制度因素，还包括地域小、人口稠密、交通发达、敢
想敢拼的精神、民营经济活跃等［８］。实行省直管县后，市对县的帮扶程度会降低［９］，同时市和县处于
同一级次，容易加剧市县竞争。财政上省直管县，而行政上尚未直管，会使市相关部门办事的难度加
大，协调成本增加，而且由于行政体制没有改变，市依旧可以凭借行政权力向试点县强行转移事权、变
相夺取财力［１０］。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省直管县制度褒贬不一，大部分省直管县的研究侧重于对必然性和可行性的
研究，对改革模式的研究相对薄弱。同时，大都采用经验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基于Ｆ
省实施省直管县制度前后的数据，对该制度实施的具体成效进行实证研究。
二、Ｆ省直管县制度实施成效
省直管县制度推行以来，学者们大都认为省直管县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
县乡财政困难。因此，本文采用３个指标对省直管县制度实施成效进行考察，即：人均行政成本、人均
ＧＤＰ和财政自给率。Ｆ省直管县的主要特征是：对转移支付、专款分配以及资金调度等涉及省对县
补助资金分配的方面实行省直接管理，因此本文以“专项转移支付”直接到县年份（２００３年）作为Ｆ省
实质实施省直管县的年份。数据来源于《Ｆ省统计年鉴》、《Ｆ省财政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
计年鉴》。
（一）省直管县对人均行政成本影响
本文首先考察了省直管县制度对人均行政成本的影响。考虑到２００７年我国实行政府收支分类
改革，之后各县一般预算表中没有直接列出行政管理费，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以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年为考察期。结合董建新、余钧（２０１２）选取的各项影响因素［１１］，本文选取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人均ＧＤＰ、民官比（总人口与财政供养人数比率）、城镇化率、第二产业比重以及省直管县制度为解释
变量，其中省直管县制度Ｄｕｍ２００３为哑变量，２００３以前为０，２００３年（含）以后为１。通过构建回归方
程，测度上述因素对人均行政成本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人均行政成本是以财政供养人数为基数衡
量，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ＧＤＰ均是以总人口数为基数衡量，这三者和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均用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平减至２０００年水平，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基础上，真实反映省直管县制度对人均行政成本
的影响。依据所选择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Ａｄｍｉｎｉｔ＝α＋βＷａｇｅｉｔ＋γＳｉｎｄｒｉｔ＋θＰｃｇｄｐｉｔ＋δＰｏｒｉｔ＋λＴｏｗｎｒｉｔ＋φＤｕｍ２００３ｉｔ＋μｉｔ （１）
１５
式（１）中，ｉ表示各县，ｔ表示不同年份，μｉｔ为随机扰动项。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７．０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表：
　表１ 人均行政支出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混合回归 个体固定效应
Ｐｃｇｄｐ（人均ＧＤＰ）
０．１１２５＊＊＊
（１４．６８１６）
０．１３２＊＊＊
（６．３１１３）
Ｗａｇｅ（平均工资）
０．１１３１＊＊＊
（４．２４３２）
０．１０９２＊＊＊
（３．５８５７）
Ｐｏｒ（民官比）
３．２８１２
（０．６６６８）
８０．６４７１＊＊＊
（５．９５５６）
Ｓｉｎｄｒ（第二产业比重）
－４２５．９１８８
（－０．９０２１）
－２０７０．７８７＊
（－１．６８２９）
Ｔｏｗｎｒ（城镇化率） －３２１．３０２２
＊
（－１．８６８９）
－１９５．７１７８
（－１．３７２）
Ｄｕｍ２００３（省直管县哑变量）
－７５．０６６３
（－０．６６７１）
７９．５３２１
（０．７７６３）
常数项
１４８．６２４１
（０．４６５３）
－２１４１．９３５＊＊＊
（－３．３９９８）
调整后Ｒ２ ０．５５５６　 ０．７４０２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８５．１７５１＊＊＊ １９．２７０４＊＊＊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３４．６１１７＊＊＊
Ｆ检验 Ｆ＝６＞Ｆ０．０５（５７，３４２）＝１．３６６１
观测数 ４０５　 ４０５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内为ｔ值。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拒绝了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Ｆ检验拒绝了原假设，因而相比混合回归模
型，更适合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人均行政成本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均ＧＤＰ的
提高促进了人均行政成本支出增加，说明经济越发达县，提供的行政服务越全面深入，对应的人均行
政成本越高；民官比对人均行政成本也有促进作用，说明居民数与财政供养人员比值越高，每个财政
供养人员的行政成本越高；人均工资越高，人均行政成本越高，因为行政成本很大部分为工资支出；第
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可以降低人均行政成本，因为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一定
程度有利于降低人均行政成本；城镇化率对人均行政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本模型重点分析的
因素———省直管县制度对人均行政成本的降低并没有发挥显著的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
于Ｆ省实行的是补助资金管理型的省直管县制度，仅是在补助资金方面实施省直管县，这既没有涉
及省与县之间财政上的全面省直管县，更没有涉及行政上的省直管县，因而在行政上没有达到减少层
级的作用，对人均行政成本也没有影响。
（二）省直管县对人均ＧＤＰ影响
为考察了省直管县制度对人均ＧＤＰ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劳动人口率（单位从业人员和乡村从业
人员之和占总人口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一般预算教育支出、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城镇化
率、财政支出分权以及省直管县制度作为解释变量。前三个变量分别代表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投
入。第二产业比重和城镇化率描述了经济产业结构与城市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分权变量代表了县级
政府财政支出的自主性和相应责任。由于《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６）》的乡村从业人员数
据存在大量缺失，本模型数据的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①。人均ＧＤ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教
育支出均是按“总人口数”进行平均，且价格平减至２０００年水平。依据所选解释变量，构建静态回归
模型：
Ｐｃｇｄｐｉｔ＝α＋βＰｃｆｃａｐｉｔ＋γＰｃｅｄｕｉｔ＋θＷｏｒｋｅｒｒ＋δＦｄｅｉｔ＋ηＳｉｎｄｒｉｔ＋λＴｏｗｎｒｉｔ＋φＤｕｍ２００３ｉｔ＋μｉｔ （２）
同时人均ＧＤＰ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本文同时构建动态回归模型：
２５
Ｐｃｇｄｐｉｔ＝α＋ψＰｃｇｄｐｉｔ－１＋βＰｃｆｃａｐｉｔ＋γＰｃｅｄｕｉｔ＋θＷｏｒｋｅｒｒ＋δＦｄｅｉｔ＋ηＳｉｎｄｒｉｔ＋λＴｏｗｎｒｉｔ＋
φＤｕｍ２００３ｉｔ＋μｉｔ （３）
式（３）中，ｉ表示各县，ｔ表示不同年份，μｉｔ为随机扰动项。利用Ｅｖｉｅｗｓ７和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软件对相关
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２。
　表２ 人均ＧＤＰ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混合回归 个体固定效应 ＤＩＦ－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Ｐｃｇｄｐｉｔ－１（滞后一期人均ＧＤＰ）
０．２６０９＊＊
［０．１１９］
０．６６５３＊＊＊
［０．０５７９］
Ｐｃｆｃａｐ（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３６３＊＊＊
（１０．７１１９）
０．７５０４＊＊＊
（１１．２７４１）
０．４４３２＊＊＊
［０．１２２３］
０．１９７４＊＊
［０．０８２９］
Ｐｃｅｄｕ（人均教育支出） ２６．０１８５
＊＊＊
（５．４１１６）
２４．０４０２＊＊＊
（８．２３７３）
９．５３０５＊＊
［４．６２９２］
１．２７２４
［２．７６８３］
Ｗｏｒｋｅｒｒ（劳动人口率） １２３５６．４７
＊＊＊
（３．０４４２）
８０２．８９７４
（０．４１４１）
４１４８．４３６＊＊＊
［７１１．５３６５］
１６０８．９５３＊＊＊
［３６９．３５３５］
Ｆｄｅ（财政支出分权） ３８２７４７．７
＊＊＊
（６．２４６９）
２７７６８．０２
（０．４８５）
－３３０５４．１５
［４６６３６．２２］
２３９８３．１３
［４１２８５．６８］
Ｓｉｎｄｒ（第二产业比重） １０３８３．７３
＊＊＊
（４．３１０７）
９４４５．１５４＊＊＊
（４．４０８）
１３５９９．８４＊＊＊
［２９５８．３４１］
１８８８５．５３＊＊＊
［２１３８．０３］
Ｔｏｗｎｒ（城镇化率） ２４３５．７１２
＊＊＊
（３．１６４１）
３８９．６４２８＊
（１．７６７２）
３９７．６２４＊＊
［１６６．１０５６］
１５６．７３５９＊＊
［７９．４９１８］
Ｄｕｍ２００３（省直管县哑变量） －１４７２．２２６
＊＊＊
（－３．０３５４）
３７３．３０６１＊＊＊
（２．４５４１）
４４８．９５９５＊＊＊
［９１．２４０５］
２５３．８０３３＊＊＊
［６５．５２１］
常数项
－８８７１＊＊＊
（－４．６１６２）
１３２７．５９９
（１．２０６２）
－２３４２．４１１＊＊
［１２１１．６９６］
－４１９６．９２２＊＊＊
［６３４．３７１９］
调整后Ｒ２ ０．６９０３　 ０．９７９８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１１．４８５８＊＊＊ ２６４．２０４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６６．３７＊＊＊
Ｆ检验 Ｆ＝８６．６１８９３＞Ｆ０．０５（５７，２８３）＝１．３７４２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００５７　 ０．２００１
Ａｂｏｎｄ　ＡＲ（１）Ｐ值 ０．３３４５　 ０．０６３５
Ａｂｏｎｄ　ＡＲ（２）Ｐ值 ０．１０３５　 ０．１０１０
Ｗａｌｄ检验 ２０７７．４８＊＊＊ ３７３３．７８＊＊＊
观测数 ３４８　 ３４８　 ２３２　 ２９０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内为ｔ值，［］内为标准差。
　　动态回归模型中，相比差分矩估计，系统矩估计均通过了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和Ａｂｏｎｄ检验，但置信度
都不高。动态模型中显示人均ＧＤＰ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较大程度受到上一期人均ＧＤＰ的影响，滞后
一期的人均ＧＤＰ回归系数高达０．６６５。静态面板中，Ｈａｕｓｍａｎ和Ｆ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因而采用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人均ＧＤＰ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一般预
算教育支出的增加对人均ＧＤＰ的增长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总人口中的劳动人口率对人均ＧＤＰ的
作用并不显著。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的增加和城镇化率的提升对人均ＧＤＰ的增长作用都比较明
显，说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效率提高和城镇化带来的城市发展，有利于人均ＧＤＰ的提高。财政支出
分权对人均ＧＤＰ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说明县级政府已经承担了过多的事权，这种事权比例配置没
有发挥对县级人均ＧＤＰ的作用。本模型的重点分析的因素———省直管县制度对人均ＧＤＰ的增长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没有涉及行政或财政上的全面省直管县，但在这
种模式下，省对下级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直接下达到县，相比过去市管县，减少中间环节，
增加了地方财力，这些财力最后都转化为支出，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推动了地方经济增长。
（三）省直管县对财政自给率影响
本文第三步考察省直管县制度对财政自给率的影响。选取了人均ＧＤＰ②、实际税率（税收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民生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
３５
障）、行政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一般预算支出占ＧＤＰ比重和省直管县制度作为解释变量。人均
ＧＤＰ变量用于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实际税率用于显示社会整体税收负担水平。税收收入比重用于描
述一般预算收入结构，民生支出比重和行政支出比重用于描述一般预算支出结构。为保持统计口径
的一致性③，财政自给率模型以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为观测期。依据上述解释变量，构建财政自给率模型：
Ｓｆｉｔ＝α＋βＴａｘｂｉｎｉｔ＋γＴａｘｒｉｔ＋δＰｌｅｒｉｔ＋θＰｃｇｄｐｉｔ＋λＡｄｍｉｒｉｔ＋φＢｅｘｒ＋ρＤｕｍ２００３ｉｔ＋μｉｔ （４）
式（４）中，ｉ表示各县，ｔ表示不同年份，μ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表３ 财政自给率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混合回归 个体固定效应
Ｐｃｇｄｐ（人均ＧＤＰ）
０．０５９＊＊＊
（７．０８５９）
－０．０６１７＊＊＊
（－４．６８２１）
Ｔａｘｒ（实际税率） １６．５８９８
＊＊＊
（２６．４１５９）
１６．５０５５＊＊＊
（２０．２８８６）
Ｔａｘｂｉｎ（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 －０．５４８８
＊＊＊
（－１５．０４７４）
－０．５７０４＊＊＊
（－１６．８７１９）
Ｐｌｅｒ（民生支出比重）
０．０２４６
（０．４７７３）
０．１１２８＊＊
（１．９４２４）
Ａｄｍｉｒ（行政支出比重） －０．２４７２
＊＊
（－２．３０９４）
－０．３０６３＊＊＊
（－２．４６０８）
Ｂｅｘｒ（一般预算支出占ＧＤＰ比重） －７．３１６５
＊＊
（－３０．４８３３）
－６．４８６＊＊＊
（－１３．４８５８）
Ｄｕｍ２００３（省直管县哑变量） －０．０７３１
＊＊＊
（－７．８４４９）
－０．０３５６＊＊＊
（－４．３９８５）
常数项
１．０３６４＊＊＊
（２４．６４９８）
１．０８８９＊＊＊
（２６．５９４２）
调整后Ｒ方 ０．８８３５　 ０．９５０７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３８．６７１３＊＊＊ １２２．８３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６０．３２５８＊＊＊
残差平方和 ２．５３８４　 ０．９１９２
Ｆ检验 Ｆ＝１０．５３８３＞Ｆ０．０５（５７，３４１）＝１．３６６２
观测数 ４０５　 ４０５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内为ｔ值。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和Ｆ检验均拒绝了原假设，因而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财政自给率个体固定效
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实际税率（即宏观税负）的增加有利于财政自给率的提高，因为实际税率越高，
表示县级政府所获得的税收收入占该县一年内所创造生产总值的比重越大，即政府分配到了更多的
社会新创造财富比重，财政自给率也就随之提高。但从政府收入结构来看，税收收入占政府一般预算
收入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的提高。政府一般预算收入除了税收外，还包括：国有
资产经营收益、行政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等非税收入。由于税的法制性和固定性，税收收入
不可能任意增加，一般是随着税收征管水平和公众纳税意识的提高而增加，十分缓慢。非税收入没有
税收收入稳定和规范，其灵活性和增长空间相对而言更大，因此，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的增
加，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的提高影响是负向的。另外，从县级政府支出结构来看，民生支出比重的
增加和行政管理费比重的减少有利于提高财政自给率。一般预算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的增加，对财政自
给率的提高起负向阻碍作用。县级政府被赋予更多的支出责任或事权，不利于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
的提高。人均ＧＤＰ负向作用于县级财政自给率的提高，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县，越积极地发挥政府职
能，导致政府支出增加，这种支出增加的幅度大于当期人均ＧＤＰ增长带来的一般预算收入增加幅度，
最终人均ＧＤＰ呈现与财政自给率的负相关。
实证结果显示，省直管县制度对财政自给率的提高并不是正向促进的，而是负向的。前文界定Ｆ
省直管县制度是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其特征是省政府对县的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直
接核拨到县。表面上县级财力增加了，但实质上正是由于县级财力增加了，县级政府被赋予了比这种
４５
财力增加更多的支出责任，阻碍了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的提高。从这一角度看，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
管县没有达到缓解县级财政困难的作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省直管县制度与人均行政成本、人均ＧＤＰ和财政自给率的模型，本文量化并检验了省
直管县制度对行政效率、县域经济发展与县级财政自给率的影响。以Ｆ省为例的县级数据显示：省
直管县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制度对以人均行政成本衡量的行政效率
影响并不显著，特别地，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对县级财政自给率的提高有负向作用。依据实证结
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１．适当减少省级政府对直管县的事权下放。虽然实证结果显示：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制度
对县级财政自给率有负向作用，但深究原因，还在于正是由于省直管县制度带来县级财力的增加，县
级政府被上级政府赋予了更多的支出责任，造成了财政自给率的下降。因此，省直管县制度对县级财
政自给率的负向作用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关键还在于实施省直管县制度的同时，减少事权的不断下
放，减轻县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做到了这一点，省直管县制度才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县级
财政自给率，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２．由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向全面管理型省直管县发展。省直管县制度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发
展，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省直管县改革。由补助资金管理型省直管县制度向以浙江、湖北、安徽、
吉林等省为代表的全面管理型方向发展，逐步在财政体制的制定、转移支付和专款的分配、财政结算、
收入报解、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财政管理的各方面全部实行省对县直接管理。当然，由补助资金管
理型省直管县制度向全面管理型省直管县制度的转变是渐进的，需要在不断学习借鉴和实践中完善。
注释：
①２００７年我国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改革后的支出功能分类中不设置基本建设支出科目，原基本建设支出分解到各功能分类
科目。教育支出在２００７年以前是不包括教育基本建设支出，在２００７年以后（含）包括了教育基本建设支出。因此，为保持统计口径
的一致性，本模型数据截止到２００７年以前。
②全文中仅此处人均变量单位为万元，其他处的人均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单位为元。
③２００７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后，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均包含了相关的基本建设支出，这与以往不同。同时，改革
后，一般预算收支预决算中不再设置行政管理费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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